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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能值生态足迹模型以及绿色 GDP 核算初步评价了贵州省 2000—2017 年可持续发展状况，并选

取已经扣除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 GDP作为产出指标测算贵州省生态效率，进一步评价其可持续发展水平。研究结果

表明：(1)贵州省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较稳定，无较大波动；人均能值生态足迹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研究期间贵

州省始终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六种生态生产性土地中，化石燃料用地和耕地对生态足迹的贡献度最大。(2)贵州省

绿色 GDP的增长速度远低于 GDP的增长速度，绿色 GDP在传统 GDP中的占比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不可更新资源产品

的消耗量大是主要原因。(3)DEA结果显示，2000—2017年，有 7个年份是 DEA有效，DEA无效年份资本投入和劳动

力投入存在冗余，投入和产出未达到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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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人口的急剧膨胀、“三废”污染严重、气候变暖、臭氧层耗竭、生物多样性锐减、土壤退化加

速、森林赤字。能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是全球持续关注的焦点，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建设生态文

明提升为“千年大计”、打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背景下，如何高质量地处理好经济发展、资源

消耗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关系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有效地测度和评价区域可持续发

展状况。目前被广泛接受并应用较多的评价方法主要有生态足迹法、能值分析法、能值生态足迹法、综合评价法、真实储蓄率

测算法和绿色 GDP法等[1-6]。 

生态效率作为有效测度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之一，其概念最早由 Schaltegger & Burritt[7]在 1990 年提出，即服务和产品产

生的价值与环境影响的比值，其核心思想就是以最小的资源消耗量和环境污染程度换取最大的经济价值。生态效率的核算方法

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三种：单一比值法、指标体系法和模型法，三种核算方法各有利弊[8]。其中，模型法主要有生态足迹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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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络分析法(DEA)以及 DEA 的一些拓展模型。DEA 模型凭借独特优势在近些年的研究中被应用广泛。首先，DEA 模型需要的信息

相对较少；其次，DEA模型不需要对原始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量纲处理；最后，DEA模型系统直接对指标赋予权重，不需要人为

确定权重，克服了主观因素对结果的影响。目前生态效率理论已经得到了不断发展和完善，被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例如区域、

农业、工业、旅游业等层面。屈小娥[9]从省域层面出发，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测算了我国 30 个省份生态效率的时空关联及集

聚特征。邢贞成等[10]将生态足迹作为生态投入指标，运用 SBM 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全要素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与演变。程翠

云等[11]对我国农业生态效率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生态效率总体水平比较低。王俊岭等[12]以中国的钢铁工业为研

究对象，基于 DEA 模型测算了中国钢铁工业的生态效率。姚治国等[13]将生态效率应用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基于旅游碳

足迹模型，测算了海南省旅游生态效率。 

应用 DEA 模型核算生态效率需要先确定投入和产出指标，目前是以 GDP 作为主要产出指标，而传统 GDP 没有考虑资源环境

损耗成本(这是目前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热点和难点)，而不同学者对非期望产出指标的选取(通常选取“三废”排放中的若干污染

物作为非期望产出)和处理方法(例如非期望产出作投入法、倒数转换法、方向性距离函数法和修正 DEA 模型等[14-15])有所差异，

不同研究结果无法进行比较。He 等[16]运用 DEA 模型评价江苏省生态效率时，以绿色 GDP 作为产出指标，却依旧将废弃物排放量

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在基于 DEA模型评价区域生态效率时，多数研究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期望产出，但是 GDP忽视了经

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的损害。而绿色 GDP 作为对传统 GDP 的补充和完善，是指扣除了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

失价值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克服了传统 GDP未考虑资源环境因素的弊端。 

贵州省生态环境脆弱，山区面积大，是“两江”上游的重要生态屏障区。本文结合能值生态足迹模型以及绿色 GDP 核算综

合初步评价贵州省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将绿色 GDP 作为产出指标(已经扣除了非期望产出)计算生态效率，有针对性地为贵州省

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理论依据，为综合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能值分析 

能值(emergy)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生态学家 Odum[17]在 20世纪 80年代提出。自从 1992年留美学者蓝盛芳将能值理论引入我国

后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学者们将其用于研究和评价城市生态经济系统、农业生态系统以及海洋生态系统等[18-20]。各种产品和资

源的太阳能值计算公式为： 

 

式中：E为能值，M是产品或资源有效能，T为能值转化率。 

1.2能值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的概念最早由生态经济学家 Rees[21]在 1992 年提出。Wackernagel & Rees[22]认为，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人、一个城

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就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

的总面积，具体分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化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六种类型。随着学者对生态足迹概念的研究和运用，

生态足迹模型的缺陷也逐渐凸显。传统生态足迹模型中均衡因子、产量因子和全球平均土地生产能力等指标没有充分考虑各区

域和时间角度的现实差异，导致测算结果不稳定[23]。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基于能值理论对传统生态足迹模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摈弃了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引入了相对稳定的全球能值密度和区域能值密度的概念。因此，本文将采用能值分析理论来计算

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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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贵州省能值生态足迹指标体系 

类型 指标 

耕地 
粮食、大豆、薯类、油料、麻类、甘蔗、烟叶、

蔬菜、 茶叶、水果、猪肉 

草地 牛肉、羊肉、牛奶、禽蛋、蜂蜜 

林地 木材、油桐籽、油茶籽 

水域 水产品 

化石燃料用

地 

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

然气 

建筑用地 电力 

 

1.2.1能值生态承载力 

采用能值分析理论来计算生态承载力，计算公式为 

 

式中：EC为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e为可更新资源的人均太阳能，是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与总人口的比值；p1为全球平均能

值密度(根据 Odum 等[24]的研究结果，全球平均能值密度为 3.104×1014sej/hm2)，是全球能值总和与全球面积的比值。为了保持

生物多样性，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在生态承载力计算时需要扣除 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进行修正，即： 

 

1.2.2能值生态足迹 

采用能值分析理论来计算生态足迹，计算公式为： 

 

式中：EF为人均能值生态足迹，i为消费项目类型，ci为第 i种资源的人均能值，p2为区域能值密度。计算区域能值密度考

虑的是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同一性质的能量投放只取最大值。太阳辐射能、风能、雨水化学能、雨水势

能由太阳辐射作用产生，取其中最大值。地球旋转能由地球内能引起，需加总计算。 

1.2.3生态赤字或盈余 

用人均能值生态足迹和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之差表示生态赤字或盈余，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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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S表示人均生态赤字或盈余，当 ES大于 0时，表示该地区存在生态赤字，说明该区域的环境负荷超过其生态承载力；

当 ES小于 0时，表示该地区存在生态盈余，说明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比较稳定，人们的资源消耗没有超过其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可以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当 ES为 0时，称为生态平衡，表明该区域处于弱可持续发展状态。 

1.3基于能值的绿色 GDP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是 GDP的核算存在局限性，它忽视了人类经

济活动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绿色 GDP 弥补了传统 GDP 的不足，将资源损耗和环境破坏的成本纳入核算，更能真实地反应社会

实际财富，更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本文将采用能值分析的方法对绿色 GDP进行核算。 

1.3.1总能值 

能值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能值转换率将不同种类的资源或产品转换成统一的能值单位再进行度量。系统总能值的计算

公式如下： 

 

式中：E表示系统的总能值(sej)；Ei表示第 i种资源或产品的总能值(sej)；Mi表示第 i种资源或产品的原始数据(sej)；T

表示能值转换率。 

1.3.2能值货币价值 

能值货币价值(emergy dollars，简称 Em$)是指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换算成货币时相当于多少币值，其计算公式为资源或产

品的能值与能值货币比率的比值，即 

 

式中：Vi表示第 i种资源或产品的能值货币价值(美元)；Ei表示第 i种资源或产品的总能值(sej)；R表示能值货币比率(sej/

美元)； 表示系统利用的总能值之和(包括可更新环境资源、不可更新环境资源、不可更新资源产品、货币流)；GDP 表示国

内生产总值(美元)。 

1.3.3绿色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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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表示不可更新环境资源的总能值货币价值；∑B 表示不可更新资源产品的总能值货币价值；∑C 表示废弃物的总

能值货币价值。具体指标体系如表 2所示。 

1.4DEA评价方法 

Charnes等[25]于 1978年提出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 DEA)的概念。DEA在实际应用中不需要预先估

计参数，不需要主观赋值，而是采用统计学自动赋值，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得到了广泛使用。传统的 CCR模型由 Charnes、Cooper

和 Rhodes于 1978年提出，用于评价 DMU的规模和技术有效性，BCC模型是在 CCR模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适用于规模报酬可变

的情形。投入导向下对偶式的 BCC模型表示如下： 

 

式中：Xj0表示第 j0个 DMU 输入向量，Yj0表示第 j0个 DMU 输出向量，θ 表示投入缩小比率，λ 表示决策单元线性组合的系

数，S-表示投入冗余率，S+表示产出不足率。若 θ=1，S-=S+=0，则称 j0单元为 DEA 有效；若 θ=1，S-和 S+存在非零值，则称 j0

单元为 DEA弱有效；若θ<1，则称 j0单元为 DEA无效。 

表 2贵州省基于能值的绿色 GDP核算指标体系 

类别 名称 能值转换率/(sej/J) 

可更新环境资源 

太阳辐射能 1 

雨水化学能 623 

雨水势能 15444 

风能 8888 

地球循环能 29000 

不可更新环境资源 表土损失能 74000 

可更新资源产品 

水力发电 80000 

粮食 148000 

大豆 690000 

薯类 83000 

油料 690000 

麻类 83000 

甘蔗 84000 

烟叶 84900 

蔬菜 83000 

茶叶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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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 530000 

肉类 4000000 

牛奶 2000000 

禽蛋 2000000 

蜂蜜 84000 

水产品 2000000 

林产品 44000 

不可更新资源产品 

原煤 40000 

汽油 66000 

煤油 66000 

柴油 66000 

燃料油 54000 

天然气 53000 

钢 1.40×1015 

水泥 2.07×1015 

氮肥 3.80×1015 

磷肥 3.90×1015 

钾肥 1.10×1015 

复合肥 2.80×1015 

农药 1.60×1015 

塑料薄膜 3.80×1014 

货币流 

商品进口 1.66×1012 

实际利用外资 1.66×1012 

旅游外汇收入 1.73×1012 

劳务输入 3.80×105 

商品出口 1.66×1012 

废弃物 

废气 4.80×104 

废水 8.60×105 

固体废弃物 1.80×106 

 

从技术和经验上，DEA对 DMU有如下要求：一是参考集中的 DMU应该具有“同类型”特征；二是通常认为参考集元素的个数

不少于输入输出指标总数的二倍为宜。本文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基于贵州省 2000—2017年的相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符合 DEA

的基本要求。在 DEA效率评价过程中，将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作为投入指标，将绿色 GDP作为产出指标。其中，资本存量(百

亿美元)投入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其数据计算以 2000年为基期，运用到张军等[26]的估算模式，其估算公式为：Kt=(1-δt)Kt-1+It，

其中，Kt表示第 t 年期末的资本存量，δt为该 t 年的折旧率，It为该 t 年的实际投资，采用的当年投资指标是固定资本形成总

额。劳动力投入(千万人)指的是每年年末就业人员总数。期望产出采用绿色 GDP(百亿美元)来核算，计算过程中采用的是以 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GDP，绿色 GDP已经扣除了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等非期望产出，这就直接解决了模型的非期望产出问题。 

1.5数据来源 

本文运用贵州省 2000—2017年的数据来评价贵州省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2001—2018年的《中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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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年鉴》、《贵州统计年鉴》、贵州宏观经济数据库。其中有个别指标在个别年份存在数据缺失，采用的是插值法进行填补。本文

所用到的能值计算公式、能值折算系数以及能值转换率借鉴蓝盛芳等[27]、朱玉林[28]、Brown & Ulgiati[29]等学者的研究成果。 

2 实证分析 

2.1能值生态足迹与能值生态承载力分析 

由图 1 可知，2000—2017 年，贵州省的能值生态足迹呈现上升趋势，从 2000 年的 12.03×107hm2 变化到 2017 年的

31.31×107hm2，增长了 2.60 倍。人均能值生态足迹和总能值生态足迹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从 2000 年

的 3.20hm
2
变化到 2017年的 8.75hm

2
，增长了 2.73倍。在 2008—2014年这个时间段，总能值生态足迹和人均能值生态足迹的波

动较大，呈现下降和上升交替变化的趋势，峰值出现在 2011年。 

 

图 1 2000—2017年贵州省能值生态足迹和人均能值生态足迹 

 

图 2 2000—2017年贵州省能值生态承载力和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 

由图 2 可知，2000—2017 年，贵州省的能值生态承载力总体上比较稳定，无较大的波动。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和总能值生

态承载力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个别年份数值下降主要是因为降水量的减少，从而导致可更新环境资源能值下降，或者是人口

数量的增加导致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降低。从贵州省 2000—2017年可更新环境资源的能值数值可知，各年份的太阳辐射能、风

能及地球循环能基本上保持不变，雨水化学能和雨水势能受降水量的影响而有所波动，从而导致了可更新环境资源的能值发生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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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差值就是生态赤字或者生态盈余。由表 3 可知，贵州省在 2000—2017 年这 18 年一直处于生态赤

字的状态，并且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人均生态赤字从 2000 年的 1.46hm2变化到 2017年的 7.04hm2。2011年，人均能值

生态足迹达到峰值，人均能值生态承载力达到最低值，从而导致人均生态赤字达到最大值，生态环境的负荷远超过环境的负载

力。2000—2002 年，贵州省的能值生态足迹和能值生态承载力几乎达到平衡状态，生态赤字较小。随着时间推移，生态赤字不

断增大，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状态，能值生态足迹远大于能值生态承载力。这表明贵州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态系统处于严重的赤字状态，偏离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表 3 2000—2017年贵州省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与人均生态赤字 

年份 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生态承载力 人均生态赤字 

2000 3.20 1.74 1.46 

2001 3.60 1.51 2.09 

2002 3.29 1.67 1.61 

2003 4.71 1.39 3.32 

2004 4.70 1.52 3.17 

2005 5.78 1.39 4.39 

2006 6.05 1.45 4.60 

2007 6.00 1.66 4.34 

2008 5.46 1.81 3.65 

2009 7.83 1.42 6.41 

2010 6.95 1.65 5.29 

2011 9.94 1.26 8.68 

2012 8.17 1.69 6.48 

2013 9.68 1.46 8.23 

2014 7.17 1.97 5.20 

2015 7.33 1.92 5.41 

2016 8.25 1.79 6.46 

2017 8.75 1.71 7.04 

 

图 3 呈现了六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能值生态足迹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出，林地、草地和水域的能值生态足迹在总能值生

态足迹中占比较小，分别为 1.24%、1.04%、0.50%，并且在 2000—2017 年无明显的波动。这表明贵州省林、牧、渔的生态足迹

贡献度较低。化石燃料用地、耕地和建筑用地对贵州省能值生态足迹的贡献较大，其中化学燃料用地的能值生态足迹最大，耕

地次之，建筑用地第三。从折线图趋势可以看出，化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的能值生态足迹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化石

燃料用地的能值生态足迹从 2000 年的 5.39×10
7
hm

2
变化到 2017 年的 1.68×10

8
hm

2
，增长了 3.11 倍，其在总能值生态足迹中平

均占比为 52.27%。建筑用地的能值生态足迹从 2000 年的 1.26×107hm2变化到 2017年的 6.51×107hm2，增长了 5.15倍，其在总

能值生态足迹中平均占比为 16.11%。这表明贵州省的经济发展对化石燃料和电力的依赖度很大。耕地的能值生态足迹在

2000—2017年无明显的波动，但是其在总能值生态足迹中占比变化较大，从 2000年的 41.00%变化到 2017年的 22.97%。这是由

于化石燃料用地对能值生态足迹的贡献越来越大，这也是贵州省生态赤字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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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0—2017年贵州省六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能值生态足迹 

2.2绿色 GDP分析 

由图 4可以看出，贵州省 2000—2017年的 GDP和绿色 GDP都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近 10年以来，GDP的增长速度远大于绿色

GDP 的增长速度。绿色 GDP 与 GDP的比值呈明显的下降趋势，从 2000 年的 78.32%变化到 2017年的 60.60%。由图 5 可以看出，

贵州省绿色 GDP 与 GDP 的比值不断下降是因为近些年不可更新资源产品和废弃物的能值货币价值不断上升，不可更新资源产品

表现得尤为突出。不可更新资源产品的能值货币价值增长了 16.68倍，废弃物的能值货币价值增长了 7.64倍。不可更新资源产

品中，原煤的消耗量最大，在不可更新资源产品中的占比在研究期间均在 50%以上。废弃物排放中，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最大，

在废弃物中的占比在研究期间也均在 50%以上。说明贵州省 2000—2017 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消耗不可更新资源产品，并且

排放大量废弃物，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损害为代价的。 

2.3生态效率分析 

 

图 4 2000—2017年贵州省 GDP和绿色 GDP 

 



 

 10 

图 5 2000—2017年贵州省不可更新资源产品和废弃物的能值货币价值 

由表 4可知，从综合效率来看，在 2000—2017年期间，贵州省 DEA有效的年份是 2000年、2008年、2010年、2011年、2013

年、2014 年和 2017 年，它们的综合效率值都等于 1，松弛变量都等于 0，表明这些决策单元 DMU 都处于效率前沿面上，投入和

产出达到了最佳的状态。剩余年份都为 DEA 无效，它们的综合效率都小于 1。以 2008 年为分界点，可以看出 DEA 无效年份大多

出现在 2000—2007年间，后 10年间 DEA有效年份明显增多。从纯技术效率来看，在 DEA有效的年份，即综合效率为 1的年份，

技术效率也为 1，即技术有效；在 DEA无效的年份，即综合效率不为 1的年份，技术效率也不等于 1，即技术无效，表明资源配

置的合理程度未达到最优。从规模效率来看，DEA 无效的年份通常规模效率也是无效的。同样以 2008 年为分界点，可以看出规

模效率无效年份都出现在 2000—2007 年，且较多年份呈规模收益递减，后 10 年间规模效率明显提高，发挥了规模效益。从冗

余变量来看，DEA无效年份存在投入冗余，这些年份在经济发展中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组合没有达到最优，存在对资本或者劳

动力的利用率不足的问题。 

表 4 2000—2017年贵州省 DEA输出结果 

年份 
综合 

效率 

纯技术 

效率 

规模 

效率 

增减 

规律 
S1

- S2
- S1

+ 

2000 1.000 1.000 1.000 — 0.000 0.000 0.000 

2001 0.954 0.986 0.967 drs 0.000 0.174 0.000 

2002 0.952 0.988 0.963 drs 0.000 0.214 0.000 

2003 0.912 0.933 0.978 drs 0.000 0.135 0.000 

2004 0.914 0.940 0.972 drs 0.000 0.189 0.000 

2005 0.930 0.953 0.975 irs 0.000 0.000 0.000 

2006 0.960 0.961 0.999 drs 0.000 0.010 0.000 

2007 0.993 0.996 0.997 irs 0.000 0.000 0.000 

2008 1.000 1.000 1.000 — 0.000 0.000 0.000 

2009 0.991 0.991 1.000 — 0.000 0.000 0.000 

2010 1.000 1.000 1.000 — 0.000 0.000 0.000 

2011 1.000 1.000 1.000 — 0.000 0.000 0.000 

2012 0.989 0.998 0.992 irs 0.224 0.000 0.000 

2013 1.000 1.000 1.000 — 0.000 0.000 0.000 

2014 1.000 1.000 1.000 — 0.000 0.000 0.000 

2015 0.980 0.994 0.985 irs 1.593 0.000 0.000 

2016 0.992 0.996 0.996 irs 0.438 0.000 0.000 

2017 1.000 1.000 1.000 — 0.000 0.000 0.000 

均值 0.976 0.985 0.990  0.125 0.040 0.000 

 

注：drs表示规模报酬递减；i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贵州省 2000—2017年的数据，运用能值分析理论、能值生态足迹模型和 DEA模型，综合测算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

水平，并分析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及改进方向。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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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省 2000—2017 年能值生态承载力处于稳定的状态，能值生态足迹不断增长，其环境负荷远超过生态承载力，生态

赤字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通过计算六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的能值生态足迹可以得知，化学燃料用地、耕地以及建筑用地三者的

能值生态足迹较大，林地、牧地、水域的能值生态足迹贡献度较小。从变化趋势来看，化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的能值生态足

迹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耕地、林地、牧地以及水域的能值生态足迹无明显的波动趋势。 

(2)2000—2017年，贵州省绿色 GDP保持与传统 GDP同样的增长趋势，但是绿色 GDP的增长速度远远小于传统 GDP，且绿色

GDP 在传统 GDP 的占比不断减少，从 78.32%下降到 60.60%，这是由于不可更新资源产品的消耗以及“三废”的排放量都大幅上

涨，使得绿色 GDP与传统 GDP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3)2000—2017 年，贵州省期有 7 个年份的综合效率为 1，即 DEA 有效；有 11 个年份的综合效率小于 1，即 DEA 无效。在

DEA 无效的年份，存在着资本投入冗余和劳动力投入冗余，投入和产出的要素组合未达到最优状态。以 2008 年为分界点，将

2000—2017 年分为两个阶段，可以明显看出第二阶段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整体上高于第一个阶段，DEA 无效

年份大多落于第一个阶段。 

综合运用多种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实现了优势互补，弥补了单一评价方法的弱说服性，能够更加全面地评价研究区域的状

况，为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明了改进方向。基于能值理论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将各种消费项目转换为相应的生物生产性

土地的面积，可以得知贵州省生态赤字不断恶化的原因是化石燃料用地和建筑用地两者能值生态足迹不断上涨。但是能值生态

足迹模型中没有考虑环境污染问题，基于能值理论的绿色 GDP 核算不仅测算了不可更新资源产品的消耗，并且度量了废弃物排

放带来的污染损耗，表明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基础之上的。DEA效率评价模型进一步指出 DEA无效

年份存在对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利用率不足的情况。 

本文选取扣除了非期望产出的绿色 GDP 作为产出指标，为 DEA 效率评价中解决非期望产出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后期可在

以下方面深入研究：首先，在基于能值理论核算绿色 GDP 的过程中，只考虑了不可更新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损耗的负效应，因

目前贵州资源环境改善的正效应有待凸显，后期可尝试探索这方面的核算；其次，在 DEA 效率评价中，进一步的研究将从 R&D

智力投入和资金投入角度考虑技术创新投入，将居民个体发展与福祉指标加入产出指标；最后，可基于面板数据进一步考察长

江经济带全要素生态效率的时空变化规律，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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